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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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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和新时期三个阶段的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尤其是对 20世纪后 20年间高启文献生平研究、诗歌创作与艺术风格研究以及吴中诗派的整体

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论述。文章对学界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运用的学术方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及

今后有待继续拓展的研究空间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于学界认识该领域的学术史与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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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时期的高启及吴中诗派研究

在明代诗歌研究中，元明之际的诗坛历来为

研究者所重视，有不少人尽管以明初或明前期作

为划分时段的名称，但其侧重点依然在元明之际。

明代诗歌在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中，最初并未能及

时建立其新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具体到作家作品

时，大都会受到明清诗论家传统看法的影响。比

如明人胡应麟将元明之际的诗坛分为吴派、浙派、

江西派、闽中派与岭南派，而各种文学史与诗歌

史的写作也都是以如此方法作为叙述的格局，只

是更简略的叙述会省去其他三家而集中笔墨介绍

吴派与浙派两家而已。

高启作为明初的大诗人，几乎受到了现代学

者的一致好评。民国时期的吴中诗派研究，或者

说明代诗歌的研究，可以说几乎是从高启的研究

开始起步的。如刘麟生所说：“明初的诗，高启

不但是这个时候的大诗人，且为明代唯一的大诗

人。”［1］366杨荫深也说：“在明代只有高启可称为

一大家。”［2］390其中原因当然是由于高启诗歌创

作成就的巨大而决定的，但是如果认真检验各家

所论，则无论是对其成就的判定还是对其诗风的

概括，均受到前人评价的深刻影响。其中有三家

的评论尤其值得重视：

季迪之诗，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

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蕖，不

假雕饰， 然尘外，有君子之风焉。［3］980（王

祎评语）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

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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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

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
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

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

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特其模

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

褚临褉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
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4］1472 

（四库馆臣评语）

惟高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

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

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

一，信不虚也。［5］124（赵翼评语）

这三家的评语在明清两代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是

没有问题的，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现代学者作

为评价高启的重要参考。然而，问题的关键是，

上述三家评语无论是否准确，都是建立在自我阅

读经验基础之上，并有自己的诠释立场。而民国

时期的大多数学者却并没有从容的时间去研读高

启的集子，而是用前人的评语以为自己的结论，

并尽量将其纳入自身的叙述框架，其不能完全表

达自我的判断便在情理之中。比如李维的《中国

诗史》在引述了王祎与四库馆臣的话后，便得出

了“是启又复古派之先导也”的结论。这是有意将

高启归入其明诗复古的叙述主线，当然不能再引

述赵翼“自出新意”的评价。更多的学者甚至连自

己的叙述框架也难以建立起来，所以干脆不表达

自己的见解，或直接引用，或撮合四库馆臣的评

语作为自己的结论，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

钱基博的《明代文学》等。也有学者看重高启诗

歌之创造性与独特诗风，如顾实认为：“彼乃天

成之诗人也，故诗之当为何者，及诗人当为何者，

均能自觉。”于是，他把高启的模拟视为诗学之修

炼，并认为其能够“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亦几于

成功矣”［6］274。所以他引用了赵翼拿高启比李白

的话以突出高启的诗人性情与诗歌风格。但顾实

最终仍未能摆脱四库提要的影响，他引用了“行

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的

话，对这位大诗人表示了深深的惋惜。由此可见

四库提要的威力。

在所有的文学史与诗学史著作中，对高启的

研究最有深度与评价公允者，莫过于宋佩韦。他

虽也引证明清诗论家言论，但又能做出自我的判

断，从而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他也认为“天才高

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同时引用了四库提

要的评语，但又说：“高启的诗，其长处就在用古

人的调子而说自己的话，所以硬派他某诗体近汉、

魏，某诗直追唐、宋，未免滑稽而多事。”最后得

出结论说：“总之，高启的诗，是高启自己的诗，

既没有元末纤秾之习，又不像后来前后七子的模

拟古人，饾饤成篇。所以清汪端说：‘青丘诗众

长咸备，学无常师。才气豪健而不剑拔弩张，辞

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绘。俊亮之节，醇雅之旨，施

于山林、江湖、台阁、边塞，无所不宜。’”［7］679-681

这样的评价已经比较接近事实了。但作者并不以

此为满足，他接着又引证了沈德潜相反的评价，

并再次引用汪端的话予以批驳，从而显得全面而

公允。宋佩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结论有三个原

因：一是能够把握时代大势。他认为：“明初的

韵文作家，大都能矫元末纤秾之弊，各抒心得，

自然流露，没有什么倾轧与标榜，为这个时期的

特色。”尽管他没有进一步探讨此种特色形成的

原因，但概括还是颇为准确的。二是他能够将自

己的评价建立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此时的文学

史写作，许多作者都是仓促出手，又要在短时期

内撰写通史，因而很少能够细致阅读作家的别集，

所以才会听信前人批语而缺乏判断力。宋佩韦引

述了10首诗作进行分析，所以能够真正体味到高

启诗的好处。三是他采用了比较的方法。他不仅

将高启的诗作与前人比，还和同时代的刘基、后

代的王士祯比，从而使自己的结论更为可靠。看

来，仅仅借用西方的文学史叙述框架来研究中国

古代作家作品是远远不能的，更重要的是要有良

好的文学素养，并对研究对象的作品进行认真细

致的解读，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论述与评价。

宋佩韦的高启研究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

关于高启的死因。此时的多数文学史都未能深入

考察此一问题，而是参考历史传说，将高启死因

归结为写宫体诗讥讽明初宫廷丑事，明太祖借魏

观修府第时高启为其撰上梁文而腰斩之。宋佩韦

经过认真辨析，认为“因诗得祸之说，未为可靠”。

并认为他为了一篇上梁文而遭腰斩酷刑，其间必

有远因。由此他指出怀念旧朝与狂士的人格是高

启惨遭不测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这样的研究在

当时已经算是颇为深入的了。从此一侧面也可显

示出作者认真的研究态度。二是宋佩韦不仅较为

详细地介绍了高启，还全面地评介了杨基、徐贲、

张羽、王行、高逊志、唐肃、宋克、吕敏、陈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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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四杰及北郭十子的其他人物，是当时介绍明

初诗人创作最为全面详细的著作。

宋佩韦的高启研究也存有明显的不足：一是

他分析高启的诗作时缺乏诗体的意识。高启诗歌

创作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是诸体兼备且均有上乘之

作，这在赵翼的《瓯北诗话》中已论之甚详，而宋

作则对此略而不提，显然是明显的不足。二是他

虽然对吴中诗派的主要作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却又没有从总体上概括该诗派的共同特征及发展

演变过程，因而其叙述依然显得散漫无归。

民国时期的高启研究虽然大都充分肯定其

成就与地位，但是应该说尚未充分展开。其中重

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就现存

的成果看，几乎所有的高启研究都存在于通史

或断代史著作中，而相关的专题研究则未见一

篇，这自然大大限制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1935

年王培礼发表于《船山学报》的《论明代诗派》一

文，是如此评介高启的：“永乐成化之间，刘伯

温、高季迪、袁景文、贝清江诸人，以清真雅正，

尽反元代秾丽轻艳之习。季迪为正声之魁，虽格

律句调，未及高浑，要其冲和雅淡，微婉芊绵，

蔚然盛世之音。”［8］将高启归为永乐成化之间的

诗人，说明了历史知识的贫乏。而对高启诗风的

概括，更是似是而非，莫名其妙。这一切都说明，

民国时期缺乏真正的学养深厚、深入细致的研究

高启的专家。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的高启
与吴中诗派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高启研究的

低谷期。由于长期受到突出通俗文学的观念影

响，明清时代的戏曲小说一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

文学史写作的叙述主线，而诗文创作则处于附带

提及的陪衬地位。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

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明清诗文”一章里，

便只写复古与反复古的内容，至于明初的诗文则

全部付之阙如。从专题研究来看，这30年的时间

居然没有一篇有关高启的学术论文。而当时颇为

流行的几部其他文学史，其判断也大致未能超出

明清诗论家所论范畴。如游国恩所著文学史说：

“他的诗歌，众体兼长，模拟取法，不限于一代一

家。虽然因为死于壮年，未能熔铸洗练，自成一

家，内容也不够广阔深厚。但才华横溢，清新超

拔，不愧为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9］62在此段文

字中，除了“内容也不够广阔深厚”属于新增看法

外，其他基本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容的复述。

而与其并行的另一部文学史则说：“高启的诗很

有特色，才气豪健而不剑拔弩张，辞句秀逸而不

字雕句绘，在当时和后世都很为人所重视，尝被

推为明代首屈一指的诗人。”［10］834此处对高启诗

歌特征的概括，一眼即可看出是借用清人汪端

的话。而刘大杰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干脆

直接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简称《四库提

要》）的原文，并补充说：“这里有褒有贬，还比

较公允。”［11］896这些叙述，尽管对高启的评价相

当高，却较民国时期的研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

该时期的高启研究尽管在研究深度与广度

上难有新的创获，但其文学史叙述也显示了一些

新的特色。首先是各家文学史的评价尺度逐渐趋

于一致，即均以反映生活之真实与否来作为评价

高启诗歌创作的重要标准之一。有时看似观点对

立，但所持尺度却是相同。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所编文学史尽管肯定了高启一部分

诗作反映了农民生活的困苦，但又批评他对农民

的生活观察和体会不够深入，“对统治阶级恨得

不深，对农民同情不够，就使高启反映现实的诗

形成了这种‘怨而不怒’的含蓄格调”［10］835。而

刘大杰的看法恰恰相反：“高启的诗虽存在着拟

古的倾向，但由于他才情富健，对于现实又深感

不满，诗中颇多寄托，在明代诗人中是较为优秀

的。”［11］895此处的“对于现实又深感不满”和上述

的“对统治阶级恨得不深”形成了理解高启诗歌

的巨大差异，但二者又均受当时所流行的现实主

义观念的深刻影响，其诠释立场则是一致的。这

显示了20世纪高启研究的学理化的一面，即不再

将高启孤立地进行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

史发展的主线中，用现实主义的观念去加以衡量。

也许后人很难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但如果从

历史的角度看，这依然是一种学理性的进展。

其次是对于高启诗歌创作研究的细化。尽管

各家文学史在叙述高启时都采取了惜墨如金的

简略化处理，但与民国时的几部文学史相比，对

高启诗作几乎都采用了分体分类处理的原则。刘

大杰认为：“乐府颇多佳篇，七古如《送卿东还》、

《忆昨行寄吴中诸友人》诸作，抒写怀抱，跌宕淋

漓。宫词富于讽刺，颇有特色。”［11］895这已经有了

明显分体叙述的倾向。游国恩等所编文学史则将

高启的诗作分为乐府诗、七言古诗与七言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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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举出代表作品加以分析。由于篇幅过简，

这些文学史著作只能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进行介

绍，所举诗体不全面，分析作品也不够深入，但

对于诗人创作成就的研究，落实到了诗体的层面，

具有明显的论证效果。这相对于民国时期的做

法，无疑是明显的推进。

在吴中诗派的研究方面，此时具有明显的退

化。由于篇幅过少，一般文学史均不再涉及高启

之外的其他吴中诗人，只有游国恩等所编写的文

学史在叙述高启之后说：“高启和他同时的诗人

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其中既无作品

介绍，也没有作家生平字号的交代，更不要说其

流派特征了。

三、新时期的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结束，高启及吴

中诗派研究逐渐走向高潮。其主要特点是：专题

研究全面展开，而文学通史中关于高启的部分多

吸收专题研究的成果；专题研究中所涉及的论题

较为复杂多元，文献、生平、思想、风格及诗歌理

论主张均有成果发表；综合研究逐渐增多，以高

启为中心的吴中诗派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一）文献与生平研究

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清人金檀辑

注、徐澄宇和沈北宗校点的《高青丘集》，这可以

视为新时期高启研究的真正起步。因为在这20年

中尽管已发表了30余篇高启的研究论文，但在

1985年之前仅有1篇，所有其他论文均发表于该

书出版之后。该书是高启别集中搜罗作品最全的

本子，而且书后附录了高启本传、年谱，以及高

启同时人的哀诔、祭文、悼诗和后人对他的诗评、

杂记等，可以说为高启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对高启研究的推动做出了较大贡献。在《高青丘

集》出版后的次年，就发表了介绍高启别集版本

的两篇文章。陈杏珍［12］的《高启、谢肃、王璲文

集的三种初刻本》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藏于国家图

书馆的几种高启诗文早期刻本，尤其是景泰刻本

《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本，是现存高启诗集收诗

较多的早期刻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作者对

比了国图收藏的三种大全集本，确定了先后次序，

并推断了原书的完整内容，对高启诗文集的版本

源流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春山［13］《高启诗

文版本源流小考》一文，对高启的诗文集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介绍，该文将高启传世的诗文集分为

三种：徐庸编辑的《高太史大全集》、金檀编辑的

《青丘高季迪先生诗集》和日人近藤元粹评订的

《增补辑注高青丘全集》，并对三种版本各自的特

点优劣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介绍，有利于研究者对

高启诗文文献的选择把握。

在高启生平研究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钱伯

城［14］为《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所写的“高启”

词条。这不仅是因为其发表时间较早，而且作者

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有条件较为方便地

阅读使用金檀编辑的《青丘高季迪先生诗集》等相

关材料，具有较扎实的文献基础。全文近3万字，

共分四个部分介绍高启的生平、思想及人格：一

个青年诗人的成长；张士诚统治下的十年；从史

官到户部侍郎；诗人之死。对高启早年从勇于进

取到对现实失望而醉心诗歌创作的经历、与张士

诚的复杂关系以及此时的诗学主张、在京师修史

的状况及辞官的过程与心理、高启退职后的生活

状况及其获罪腰斩的原因等等，皆有认真辨析与

详细叙述，是一篇用力甚勤的扎实之作。后来还

有几篇有关高启生平思想的文章，如徐永端［15］的

《论高青丘其人其诗》、房锐［16］的《高启生平思想

研究》和李晓刚［17］的《高启的悲剧人生与思想性

格》等，虽在某些方面有所深入与细化，但在总体

框架与基本内容上皆未能超越钱伯城之作。

关于高启的生平及文献考证方面，有4篇文

章值得一提。一是有关《青丘子歌》的创作时间的

争论。在金檀辑注的《高青丘集》后所附《年谱》

中，该诗被系于至正十八年之下，多数学者也多

信从此说。傅 强［18］于1998年发表《高启〈青丘

子歌〉作年辨正》一文，通过考证高启号槎轩之

时间与何时有闲暇及条件写作诗歌等，提出该诗

作于洪武三年的新说法。房锐［19］于2000年撰写

《高启〈青丘子歌〉作于何年》一文，对傅文予以

驳正，认为高启只有在元末才有创作《青丘子歌》

的氛围与心境，并且指出傅文所言高启因辞官所

得“赐金”而有条件写诗的说法，与当时情形完

全不符，因为高启仅得“白金一镒”，而谢徽亦获

“内帑白金”，但未出都门便已全部用尽。“可见这

点‘赐金’只够暂时之需，无法维持今后的生活，

更不能说有了这点白金，高启就能够‘闲居无事，

终日苦吟’了。”最后还结合高启的人生态度的整

体状况对傅文提出了批评。该文证据充分，言之

成理，且未见傅先生再次予以回应，可见对房文

已从善如流地予以认可。其实，高启之侄周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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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作序时即说：“天资颖悟，志行卓越，当元季，

挈家累侍吾先祖仲达父隐居吴淞江上，闭户读书，

混迹于耕夫钓叟之间；而与吾父思敬，诸父思齐、

思义、思恭、思忠日相亲好，酣畅歌咏，以适其趣，

所赋《江馆》、《青丘》等集，皆在是也。独《凤台》

一集，入我圣朝洪武初为史官时作也。”［20］983既

然元末隐居时所作已有《青丘》集之名，则已间接

证明《青丘子歌》实为元末之作无疑，因而后来学

者也多从传统说法，未见有引述作于洪武年间之

新说者。

傅 强《高启〈青丘子歌〉作年辨正》一文虽

意在创新而终难获认可，而其《高启生平二考》一

文却对高启生平之研究有所推进。该文通过认真

细读高启相关诗文，对“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

系”与“高启吴越之游”两个问题提出新说，认为

高启曾任张氏政权之“记室”之职，他的吴越之游

乃是“随张士诚一方的代表去与方国珍一方谈判

的”［21］。尽管高启作为饶介的“记室”是否为实职

尚须进一步探讨，而且吴越之游是否为了与方国

珍谈判也需要更直接的文献作为证据，但这两个

问题的确是存在的，而且该文也提供了许多有价

值的文献与线索，是一篇立得住的文章。

还有孙小力［22］的《论高启的睡欲和诗癖——

兼论元代文人的隐乐思潮》一文也在高启生平研

究方面值得关注。该文旨在“探讨高启不断重复

的睡觉动机，进而分析元代文士的隐逸行乐思潮，

以及高启作品中因此而出现的相关思想内容”。

文章的主旨当然是为了探索高启吟诗与睡梦的关

系，但客观上却显示了另一种学术思路。以前高

启的生平研究一般侧重对其元末对现实的关注和

明初与朝廷的不合作而带来的“腰斩”之祸，很

少有人注意到他在元末养成的懒散习性与行乐观

念，而在其背后又有元代文人被政治边缘化的深

层原因。正是有了这样的性情人格，高启在明初

才不适应朝廷的繁重劳务而渴望退隐。以前人们

总是将高启的归隐的原因定位于朝廷政治的严

酷，这虽有道理却不免单一，而孙小力的文章提

供了高启退隐的另一种原因，对高启生平思想的

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二）诗歌创作主张与艺术风格研究

对于高启诗歌创作成就的评价，该时期大都

继承了前人的看法，认为高启是明代最有成就的

诗人，袁行霈所编文学史称其为明初“最有成就的

诗人”，并引述了《四库提要》中“天才高逸，实据

明一代诗人之上”的话。［23］63章培恒等所编文学史

则称其为“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24］216。但

是高启评价中最大的问题是关于模拟的主张与

《四库提要》对其未形成一家的评价，如果这两点

不能突破，高启所谓的一流诗人的许诺依然会流

于虚泛。

关于第一点，本时期有两篇研究高启诗论的

文章需要提及。鄢传恕［25］的《评高启的诗论》主

要是为了纠正此种模拟说法而作的，他认为“高

启强调‘随事摹拟’，在于遵循古代各种诗体的典

范规格，而不是诗的内容摹仿”。说高启强调模拟

的目的在于尊体，当然是符合其思想的，但文中

亦有误解之处，如说“高启所说‘趣’，指诗的雅

正”，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完全与高启所言

不符。赵海岭［26］的《拊缶而歌  自快其意——简

论高启的诗歌理论》一文，也主要是对高启《独庵

集序》的释读评价，但较之前文有两点进展。一

是对原文释读更为准确，作者认为：“‘格’是诗

的形式，‘意’是诗的思想感情。而‘趣’则是通过

形象表现出来的一种韵致，是能够体现诗歌内在

本质的特殊的审美特征。”如此解释已大致接近

作者原意。二是作者由序文总结出了高启独特的

诗歌理论：

师古是高启诗论中求得好诗的必经之

路，但他也并不一味片面强调师古。他认为，

要创作出独具特色的诗歌，必须把师古与师

心结合起来，把古人诗歌艺术形式上的优点

与诗人内心真实的思想情感结合起来，这样

创作出来的诗才是诗人自己的诗，也才可能

是好诗。上述所谓的“兼师众家，不事拘狭”，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师心与师古结合的产

物。［26］

这种表述也许有些过于现代，但其基本意思与高

启所要表达的是相一致的。而且结合高启的其他

表述与实际创作，是能够概括出这样的结论的。

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高启诗歌理论上的这些问

题，会有助于对其诗歌作品的分析研究。

该时期最早对高启诗歌创作进行综合研究的

是张春山［27］的《高启诗歌初探》一文，文章继承

了传统的套路，分为生平、思想与艺术特色三个

部分。思想内容部分概括为三点：一是反映了元

末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二是对元代

政治的黑暗进行了鞭挞；三是对朱元璋统一天下

的丰功伟绩给予热情洋溢的歌颂。这些论述还带

20世纪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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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观念，未能全面反映高启诗

歌的内容。而尤振中［28］在《高启诗简论》一文中

则将高启诗的内容概括为：一是真实反映了元末

明初的社会现实；二是对当代农民苦难生活的

描写；三是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风味；

四是表现家人骨肉之情；五是题书吟画、听歌赏

乐、吊古咏史和应制酬赠。所概括的内容已相当

全面，可以看出古代文学研究的长足进展。其实，

高启是一位追求自我情趣的诗人，他最突出的特

点是对自我情感的表达以及对于友人情谊的抒

发，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些恰恰被学者们所

忽视了。重视诗歌对现实的反映，还影响到对高

启诗歌艺术特点的分析，比如钱伯城对高启诗歌

艺术的介绍，共分为乐府、写景、怀古与叙事四

大类，将诗体与题材及表现手法混为一谈，显得

毫无章法可言。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要

照顾到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些内容要素，从而影

响了作者的学术判断，以至于得出高启“没有纯

粹的抒情诗”的判断。

对高启诗歌艺术风格的研究，难题在于如何

解决主导风格与“随事摹拟”的多样化的矛盾，自

从四库提要提出其“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

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

之”，却又“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

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之后，这就成为一

个绕不开的话题。有人曾试图用高启本人的诗歌

理论来概括其诗作的风格，徐耀中等［29］的《略谈

高启和他的诗歌》一文，就以《独庵集序》中所提

出的格、意、趣为线索来分析其诗歌特色，将其

概括为格律严整高超、情感真实而寓意分明、用

词用典巧妙而超俗不凡。以作者自身理论观念来

说明其创作特色，理论上似乎不存在问题，但仅

用其一篇序文很难包容其所有创作特征。该文将

《独庵集序》中的意说成讽刺之寓意，将趣说成是

“讲究用辞用典的巧妙”，已属过度诠释的主观引

申。而且即使如此，也难以全面说明高启的诗歌

创作特色，可见其行文方法之局限。张春山［27］的

《高启诗歌初探》认为高启的诗歌艺术风格以李

白式的豪迈刚建为主流，却又强调其清新委婉与

纯朴自然，同时还突出其讽喻微旨与激越豪迈，

以至于弄得捉襟见肘。尤振中［28］的《高启诗简论》

则意在强调其风格之多样性：

高启诗在形式上兼备众体。几种乐府古

诗、近体律诗的各种体制，无不具备。艺术

风格多样，乐府及拟古诗，有的高逸，有的

奇峭；律诗有的“典切瑰丽”、“壮丽和平”，

有的“神韵天然，不可凑泊”。他“工于摹古”，

故“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诗作具有多

种多样的风格。［28］

说高启诗风格多样当然是对的，以诗体作为其风

格的依托更是论诗的正确途径。但是，此处的论述

尚有两点不足：一是既然以体论诗，便须照顾全

面。作者只将高启诗作分为乐府与近体而漏掉五

言古诗与七言歌行，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因为毕竟

在多数研究者眼中，高启的七言歌行是相当出色

的。更何况此处所言“拟古诗”，更是难与其他诗

体并列。也有兼顾到主导风格与多样风格之统合

者，如杜臣权［30］的《高启诗歌的艺术风格》一文中

说：“高启的诗歌具有多种风格，他善于以各种

不同的体裁和风格来表现不同的生活内容，或典

雅蕴藉，或精炼严谨，或朴实自然，但其主导风

格则是刚健清新；他的诗歌众体兼备，佳作甚多，

但最能体现其主导风格的则是歌行体。”这样的

看法已经接近高启诗歌创作的实际了，其中有两

点值得重视：一是研究高启的诗歌，必须依托诗

体，分别深入体味分析高启在各体中所尊何种诗

体并有何自我创造；二是在所有诗体中何者为其

主导风格。当然，提出这样的看法固然是重要的，

但真正在各体诗作中全面细致地展开对高启诗作

的研究，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另外，该时期关于高启诗歌艺术的研究有趋

于细化的倾向。如尹戴忠［31］的《高启诗歌用韵

研究》通过对高启乐府诗和古体诗进行穷尽式的

分析研究，得出了“高诗的用韵是实际语音的反

映，而不是迁就旧韵书的结果”。孙家政［32］的《论

刘基和高启的词创作》通过二人词作的对比，得

出了“词人咏物用事，不乏伤时失意之志；言情

怀人，自有缠绵悱恻之思”的共同特征。汪渊之［33］

的《高启诗与“吴中四才子”诗之比较——兼论明

初至明中叶吴中诗风的演变》一文，通过高启与

明中叶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等四才子的不同时

代氛围及创作实践的对比，得出了高启“诗风爽

朗、明净、清新”，而四才子诗“自由灵动、率真”，

二者风格差异。这些成果，都显示了高启诗词艺

术研究空间的拓展与深化。

（三）吴中诗派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尽管文学史著作中

也会时常出现“吴中四杰”“北郭十友”这样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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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但很少有人对此做过深究，只是在叙述完高

启后顺带提及而已。廖可斌［34］的《论元末明初的

吴中派》是第一篇系统论述吴中派的论文。文章

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吴中派与张士诚集团”，

论吴中派的产生；第二部分“吴中派的文学主张

和创作风格”，从正面概括其主要特色；第三部

分“朱元璋集团——明王朝对吴中派的打击”，叙

述了吴中派主要成员在明初的不幸命运及其原

因。该文涉及了吴中派从产生到衰落的历史、政

治、地理等复杂原因，尤其是指出了以高启为首

的吴中四杰是该派的核心，其基本创作特色是：

“较少受理学思想的束缚，大都侧重于抒发个人

的情思，描写文人日常生活，如饮酒、作画、写字、

烹茶、游园、听曲、夜话、送别、赏花、观雪等等，

一般都很讲究诗歌的技巧与文采。”在此，不仅较

为准确地概括出该派的主要特征，而且也将高启

的研究从反映现实转向了文人生活与情趣的表

达与抒发，体现出高启与吴中派研究相互促动的

良好态势，也使吴中派研究一起步便达到较高的

水平。其实，王学泰［35］早在《以地域分野的明初

诗歌派别论》一文中，便依据明人胡应麟的提法，

将明初诗坛分为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和粤

派，并对各派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在论及吴派时，

他指出高启“论诗偏重于创作论，注重个人情感

的抒发，社会意识比较淡薄”。并概括出吴中诗人

“作品具有浪漫色彩，富于才情，注重辞藻，许多

人诸体兼善”。可以说已经勾勒出吴中派的基本

轮廓。只是鉴于是综论文章，来不及对吴中派做

出更细致的论述而已。廖文可谓踵事增华，后来

居上。当然，吴中派的兴衰演变有更为复杂的因

素，比如它与顾瑛玉山雅集的关系，它与元代文

人政治边缘化的关系等，都还有待于深入探究。

在此之前，还有一篇文章值得重视，这就是陈

建华［36］的《明初政治与吴中诗歌的感伤情调》。文

章主要是对明初吴中诗坛整体状况的综合研究。

作者指出，在明初朝廷对吴中地区的政治高压的

形势下，“在明初的诗坛上，吴中诗人们表现得更

多的是他们自身的感受”，“这是被摧残的一代从

记忆中追唤那消逝的年代，实即悲悼自己失却的

自由与惨遭戕戮的美好情感”。文章也在表述吴中

诗人痛苦与压抑的共同心理特征的同时，进一步

分析了对痛苦与压抑的不同类型的反映方式。文

中涉及了顾瑛、陈汝言、申屠衡、高启、王彝、徐

贲、张羽、杨基、王行、卢熊、王蒙、贝琼、袁凯、

姚广孝等人的不幸遭遇与诗歌创作。该文尽管未

标明是吴中诗派研究，但其内容已具备相当的深

度，为后来的吴中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王文田［37］《元末吴中诗派的诗歌精神》一文，

是对吴中派早期状况的研究，也可以视为是廖可

斌吴中派研究的延伸性成果。作者通过对杨维

桢、高启、杨基、张羽、郯九成、徐贲、倪云林、

袁凯、邵亨贞、谢应芳、王逢等人诗作的研究，认

为：“一方面是表现为外射的、狂荡的、充满生命

和欲望的个性追求，一方面是压抑的、内向的、

充满着无可奈何之情的苦闷抒发。这二者殊途同

归，都表现着元末诗坛追求自我实现的诗歌精神，

体现着吴中诗人诗歌的情调。”并指出这种吴中

诗歌精神，“和元代盛行的道教及元代末期东南

沿海形成和发展着的那种重利欲、重个性、富于

乐观和开拓的文化精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这是对元末明初吴中派研究的深化，弥补了前人

同类研究的简略或不足，尤其是对吴中派的分阶

段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该文也存在一些

问题，杨维桢铁崖体与吴中派是何关系，元末的

吴中是否可以不分阶段地笼统论之，将吴中诗歌

精神仅仅归之于宗教与经济而忽略了政治等因素

是否过于简单等，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张春丽

等［38］的《元末吴中诗派的历史地位》一文，则是

从纵向上探讨吴中派影响的。作者认为：“杨维

桢为首的吴中诗派在继承传统诗歌的基础上，又

以吟咏性情、强烈强调个性的诗歌精神，改变着

元以来的雅正之音，开辟了诗歌发展史上崭新的

局面。”此尚不失为有得之言。但在论及吴中派对

明代诗坛的影响时，该文设计了三条线索：一是

吴中派——“吴中四杰”——李贽、公安派；二

是吴中诗派——浙东派——前后七子；三是吴中

诗派——闽中派——唐宋派。但此种影响线索的

划分不仅粗疏，且多牵强。论吴中派之自身影响

跳过明中叶的唐寅等“吴中四才子”而直达李贽、

公安派，已属粗疏之举；作为同时存在的诗派，

在元末时两派的确互有影响，但在明后两派即分

道扬镳，且浙东派对吴中派多有批驳。因此在其

影响链条上加上浙东派纯属多余；第三条线索更

是牵强，仅仅依据两派都对“李翰林天才纵逸”的

一致认可，便断定吴中派对闽派诗人存有影响，

也实在是少见的大胆之论。明初诗坛状况错综复

杂，互有交错影响自是难免。但必须认真阅读原

始文献，悉心梳理相关线索，方可渐趋明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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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主观臆断，凭空立论。

辛一江［39］《论元末明初越派与吴派的文学思

想》一文，不再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立论，而是通

过两派文学思想的比较来揭示二者之间的思想

张力与文坛走向。文章认为：

吴派作家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强调发乎

性情的自由创作。这一思想既表现了对文学

本体的关注，又反映出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

逃避现实、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而越派作

家则与之相反，主张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

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这一思想反映了元末

明初知识分子希望恢复儒家文学传统、重建

士人形象、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普遍要求，

同时也是对宋元以来的文学思想作了一次全

面的总结。但文学与政治的联姻又使得越派

的文学思想出现了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理

论倾斜与实践危害。如果说吴派作家的悲剧

命运宣告了文学自由主义的破产，那么，越

派作家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又最终失去了文学

自身的价值。这种文学思想史上的悖论恰好

构成了元末明初文学递嬗的特色。［39］

该文无论是对吴派与越派文学思想特征的概括，

还是对于二者文学思想价值的阐发与其所构成的

思想悖论的揭示，应该说都大致符合当时的实际，

因而也具有较大的启示作用。这样的研究比那些

牵强比附的所谓影响研究要更有价值且更合乎学

理，同时也显示了吴中派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如

果以后的学者能够将元末之际的各派文学创作与

文学思想进行全面的对比研究，必将会大大推动

该时期文学研究的进展。然而，此文也存有些许

遗憾。这主要表现在作者阅读文献有限，从而将

许多问题做了简单化的处理。从文章内容可以看

出，吴派的文学思想主要用了高启一人的材料，

而越派则以宋濂一人的文学看法为代表。既然是

作为一个派别进行研究，就首先需要界定研究对

象，然后全面阅读相关文献，然后进行概括归纳，

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每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

与文学创作，都会有一致的地方，也会有许多差

异和矛盾。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完全代表一个流

派，尤其是元末明初的文学流派，他们其实都是

很松散的文人群体，缺乏统一的理论主张，更具

有差异很大的创作体貌，因而不宜做简单化的处

理。比如说“吴派作家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强调

发乎性情的自由创作”，放在杨维桢身上就是不

准确的，杨维桢早年有强烈的功名心，中过进士，

做过朝廷官员，一再谋求复官。只不过在复官无

望时，才放浪形骸，追求享乐。文章用高启的人

生来代表杨维桢的人生观，就是一种相当危险的

做法。这不仅牵涉到吴中派的研究，同时也牵涉

到其他文学流派的研究。而该文显然在这方面还

存在较明显的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元明之际的吴中派研究在以

下三个方面尚有待加强：一是文献整理方面。尽

管高启的文献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他吴

中派作家的别集整理与相关文献的考证明显缺

乏。如果要对吴中派真正进行整体的系统深入研

究，没有全面的文献整理与相关历史史实研究是

很难有推进的。二是对于吴中派其他作家的诗歌

创作的细致研究。高启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的

研究尽管也还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但已经具备

了相当的规模，而对其他诗人则明显缺乏有力度

的个案研究。若没有认真细致地对诗人及其创作

进行个案研究，则显然无法对其整体进行更为深

入细致的讨论。三是对于吴中诗派与其他地域流

派的比较研究。由于受到胡应麟明初五派这种传

统说法的影响，所以以前的学者多关注吴派与越

派关系的考察，而其核心又往往落在以宋濂为首

的浙东诗派的比较研究上。其实，当时的情况是

非常复杂的，比如杭州与松江两个地域的诗人群

体与诗歌风格，往往受到杨维桢铁崖体的深刻影

响，并与吴中诗人发生过复杂的关联，可至今尚

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进入21世纪后，在上述

几方面已有明显的推进，但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提

升空间，并可预期将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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